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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龄友好型社区：
理论演进与实践进展
周佩玲1，李悦2

摘要 将积极老龄化概念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时间序列与理论分析框

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实践案例，总结不同阶段下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理念演进与实践特

征。研究发现：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从“机构化”的老年护理中心向“去机构

化”养老社区的转变过程，至今发展为在地化养老社区。研究关注点从单一追求物质空间环

境对老年人的工具性支持，到注重物质空间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价

值实现与社会融合支持的转变，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展开学科交叉与跨部门合作。中国在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发展老龄友好社区应当注重老年人的价值与社会参与。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老龄友好型社区；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合作

收稿日期：2020-11-11；修回日期：2021-02-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5）；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新引进高端人才财政补助科研启动项目（11409005）
作者简介：周佩玲，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健康地理学与健康城市，电子信箱：zhoupeiling@hit.edu.cn;
引用格式：周佩玲, 李悦 .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理论演进与实践进展[J]. 科技导报, 2021, 39(8): 17-25;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21.08.00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深圳 518055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生育率下降

与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老龄化超越国别与地区，

开始成为全球现象[1]。预计全球 65岁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将从 2000年的 7%迅速提升至 2050
年的 16%、2100年的 22%[2]，全球老龄化形势日趋

严峻。为更好地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世界卫生

组织（WHO）于 2005年在全球 33个城市发起“老龄

友好型城市”合作项目，首次提出“age-friendly
city”概念[3]。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

从社区层面推进积极老龄化成为当下世界各国响

应老龄友好型城市、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重要

物质空间载体。西方各国从 20世纪 60年代起陆续

出现了机构化养老社区以解决部分老年人的基本

生活需求，但早期养老社区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与

社会参与的关注有限。伴随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

深入推进，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出现为实现积极老龄

化，解决老龄化问题，尤其在实现老年人社会参与

及自我价值实现方面提供了新思路。一些发达国

家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成功案例，

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探索成为全球社会应对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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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中国老年人群体正在迅猛增长，65岁
以上人口将在 2022年达到总人口的 14%以上[4]，届

时中国将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老

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5]。不仅如此，中国

老龄化社会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孝道

在家庭价值观中根植[6]；另一方面受到市场化以来

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价值观逐步式微[7]。大量的

老龄人口、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传统与当代价值观

念的激烈冲突意味着中国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建设

即将面临巨大挑战。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观念

的根植与社区中大量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老年群体

也为建设老龄友好型社区带来了机遇。对此，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构建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积

极老龄化战略，建设具有老年人价值创造空间的老

龄友好型社区[8]。

积极老龄化概念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提

供了理论框架[9-11]。据此，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的理

论演进为线索梳理不同阶段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研

究进展。

1 早期积极老龄化理论与“避难所”式

养老社区

积极老龄化概念最早可回溯至 1961年美国教

育心理学家Havighurst[12]提出的“成功老龄化”（suc⁃
cessful aging）。这一概念主要针对 20世纪中期欧

美社会大量存在的消极老龄化观念以及对老年人

的歧视（ageism）而提出[13]。20世纪中期，欧美国家

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老

年人被贴上了“贫穷”“疾病”的标签，被视为社会的

“包袱”。作为“积极老龄化”的初始阶段，成功老龄

化概念聚焦于老年人的个体层面需求，总结并提出

了老龄化过程中应当注意的身体健康核心指标，同

时强调老年人应当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中获得满足

感与成就感[12,14]。成功老龄化是老龄化价值观由消

极转向积极的重要标记。

早期的老年社区主要以避难所（asylum）机构

的形式存在。1922年，美国共有救济院（almshous⁃

es）2353家，覆盖不同年龄人群，且老年人占据较高

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老年人流离失所，

住房条件普遍较差，生活环境恶劣。英国、美国、苏

联、日本等国家纷纷制定了有关老年人的政策法

规。1956年美国修改联邦法，为低收入老年人提

供特殊帮助[15]；1963年日本颁布《老年人福祉法》[16]；

1965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颁布了《美国老人法案》

（the Older Americans Act, OAA），实施社区照顾计

划（the community care program, CCP），为 60岁及

以上的日常生活自理困难者提供居家照顾[17]。随

着“成功老龄化”对老年人健康的逐步重视以及医

疗专业化程度的显著提升，对老年人进行疾病救治

与生活护理相结合的机构化护理（institutional
care）模式出现[15]。此后，美国医疗养老机构由

1966年的 1.4万家迅速发展为 1990年的 2.5万

家[15]，机构型养老机构迅猛扩张。

“成功老龄化”更多强调老年人在生活上的“成

功”，带有较为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但本质上还是

将老年人视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负担”和需要被

解决的“问题”，因而受到学术界与公共部门的批

判[18]。与之相伴随的避难所式养老社区存在典型

机构化设施特征。其内部功能空间，如食堂和卫生

间在空间组织上存在集中化特点，配合长而宽的通

廊，便于对入住老年群体进行集中化管理。老年人

的起居、作息等日常活动也被进行集中化管理和规

训，个体差异性和隐私需求则较少被强调[19]。

2 积极老龄化1.0与聚居式养老社区

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健康老龄化”的

概念，在“成功老龄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老年人身

体健康与生活质量的提升[1]。此后，美国一度出现

“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思潮，强调老年

人的经济活动参与，认为老年人除了应满足自身健

康需求之外，也应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并

有所贡献[20]。因此，社会应当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安

全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能

量[21-22]。“生产性老龄化”受当时西方经济发展的影

响，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点，也引发了对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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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老年人角色变迁的辩论[21]。1990年代后期，

“积极老龄化”一词开始被WHO采用[23]。相比于

“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认识到老年

群体除了追求身心健康之外还存在其他更高层次

的需求[24]。总体上积极老龄化 1.0时期的理念演变

与实践进程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交织发展，主要呈现

如下3个特点。

1）聚居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思潮

带来老年人社会身份的转变，聚居式养老社区随之

出现。推崇自由化、市场化和行政干预最小化的新

自由主义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

经济一体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25]，迅速席卷

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最为突出。受新自由主义影

响，老年人的社会身份逐渐发生改变，被视为消费

对象。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银发经济（sil⁃
ver economy）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26]。受到这一思

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主动选择跟亲人

或孩子一起居住生活。养老院等一系列机构化的

养老机构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境，疗养产

业（nursing home industry）迅猛发展，老龄友好型社

区普遍以聚居式养老社区的形式出现[15]。美国西

部开始相继出现为年龄超过 70岁的老年人服务的

聚居式养老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
nity, CCRC）[27]，与之前避难所式养老社区不同的

是，这些养老社区并非是为低收入老年群体提供医

养服务的慈善机构。与之相反，老年人入住这些社

区需缴纳价格不菲的报名费与月费，因而聚居式养

老社区主要服务于高收入老年群体，将大多数中低

收入老年群体拒之门外。

2）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生活之间的适配性。聚

居式养老社区空间设计实践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

积极老龄化 1.0阶段，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大量聚

居式养老社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

于和家人共同居住，聚居式养老可为老年人提供更

加舒适、宜居且专门化的生活环境，成为当时老年

人的主流选择[28]，成为后来老龄友好社区的早期雏

形。该时期最为著名的养老社区是美国佛罗里达

州的太阳城（Sun City）。太阳城共分为 6大社区，

规定所有居民的年龄必须超过 55岁。为增加老年

人的归属感，社区委员会由老年业主组成。此外，

社区专门为老年人进行设计，住宅以低层建筑为

主，设有无障碍步行道及防滑坡道。低按键、高插

座设置强调方便安全。针对老年人普遍记忆力、感

知力下降的特点，社区内的空间具有极强的导向

性，对方位感、交通的安全性、道路的可达性均做了

安排，实施严格的人车分流。以太阳城为代表的养

老社区模式是当时全美最好最典型的老年社区，成

为了这一阶段老龄友好社区的典型代表[15,29]。

除欧美国发达国家外，同时期的部分亚洲国家

也开始了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探索。1998年，

新加坡首次推出乐龄公寓[30]。乐龄公寓的户型设

计及内部结构设计标准都体现了专门针对老年人

的专门化考虑。在空间上充分考虑到了老人的身

体机能情况和实际需求，在居室里所有方向和高度

都有醒目的颜色加以提示。房间照明度、煤气开关

上的字体大小以及报警系统的音量都区别于普通

住宅。楼梯与走廊两侧都安装了扶手，开关、门窗

等设施高度降低，方便老年人日常活动。此外，厕

所与卧室的距离大大缩小，厨房灶台、水池和卫生

间的洗面台下方设计成凹性，以供老年人在需要休

息的时候可以随时坐下[31]。

3）老龄友好型社区对进一步“去机构化”的倡

导。这一阶段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研究多聚焦建成

环境与老年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32]，特别是针对聚

居型养老社区仍然过于机构化的特点进行批判。

以Laws为代表的老年学学者对当时老龄友好型社

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批判，认为当下的老龄友好型

社区虽较早期避难所式养老机构在物质建成环境

层面有了显著提高，从管理制度森严的规训机构变

成了老年人自主生活的社区，但仍然在空间组织和

管理模式上存在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监控和作息

行为、身份认同的规训，应当进一步“去机构化”

（deinstitutionalization）[29]。不仅如此，这些聚居式

养老社区大多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造成了

老年群体内部的不平等。此外部分学者指出，目前

的老龄友好型社区更多集中在特定的城市区域，造

成了乡村老年群体进一步的空间隔离和身份破碎

化现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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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积极老龄化 2.0与在地化养老社

区

进入 21世纪，全球共有 42个国家 65岁以上老

龄人口比例超过 10%，除欧洲国家外，美国、日本位

居前 20位，老龄化国家开始迅速从欧洲向亚洲及

拉美国家扩散[33]。积极老龄化自 2002年起开始从

高质量转向多维度，步入成熟阶段。2002年，WHO
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研究报告，提出

“积极老龄化”是指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过程

中，为其健康、参与、安全提供最有利的机会[23]，延

续深化了“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内涵，分

别从健康、参与、保障 3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解读，将

老年人视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社会群体，更加强调

老年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创造和身份认同，而非

单方面强调老年人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积极老

龄化 2.0时期的实践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理论研

究成果显著增多，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总体呈现

出空间组织在地化、多学科交叉研究，跨部门合作

特点。

1）空间组织在地化。从“聚居式”到“在地

化”，走向健康、参与、保障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受

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与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在地

化养老（aging in place），即在老年人原本的家和社

区中养老以维持和延续原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

已逐渐替代老年护理中心、聚居式养老社区等成为

老年人的主流选择[34]。2005年，美国退休者协会

（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的

一项调查中显示：占比 88%的年龄超过 65岁以上

的老年人均希望居住在自己家中，而年龄较高的老

年人对居住在原有社区表示出了更加强烈的愿

望[35]。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始支持老年人生活

在社区，认为在地养老社区兼备经济与社会价

值[32]。欧美与部分亚洲国家的养老理念经历了从

机构型、聚居式养老社区向在地化的老龄友好型社

区转移[32]。美国逐渐从传统的护理之家开始向老

龄友好的社区服务模式探索[15]。日本作为重度老

龄化国家，聚居式养老社区难以满足大规模的老年

人口需求，因而提倡老人在自己家中养老，并加强

与社区的互动[36]。从代际关系角度出发，他们将住

宅户型分为完全同居型、半同居型以及完全分离型

3种[37]。家庭可依据代际关系选择合适的户型。同

时还按照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老年住宅分为轻

度、中度与高度适老化住宅[38]。其中最为著名的是

港北新城[39]。港北新城的老少户住宅（二代居）、老

人专用住宅、养老公寓等镶嵌在普通住宅中，借助

完善的配套设施来满足老年人健康与精神层面的

双重需求。通过将老年人住宅产品与其他住宅产

品混合设计在一个生活社区内，使老年人的生活在

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更加丰富多彩[39]。

2）多学科交叉研究创新。欧美国家主导的老

龄友好型社区研究覆盖了环境流行病学、老年学、

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环境流行病学与老年

学聚焦于老年人与物质-社会空间环境之间的关

系，认为老年人晚年的健康与物质空间环境紧密相

关[40-41]。城市规划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社区具有

物质空间与社会环境双重维度，而居住在原社区的

老年人需与社区中的其他群体和谐共存。城市规

划师开始意识到包容性设计在保护社区异质性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42]。设计的主要关注内容集中在

社区内的空间营造，例如通过住宅建筑质量、街道

活力、商店超市、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等来实现

社区的可持续与融合，进而通过老龄友好的规划政

策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并协调老年群体与其他年

龄群体的差异化需求[42]。2005年后，越来越多的研

究开始强调公众参与对老年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提

倡在空间环境中将物质与社会层面的服务设施相

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更适宜的居住环境。更为重要

的是，赋予积极老龄化新内涵的老龄友好型社区规

划认为老年人不仅仅是被动受益于社区，还可以在

社区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老年人丰富的人生

经历可作为社区发展的支持力量，为社区发展发挥

作用[43-45]。

3）跨部门合作建设。转变老龄友好型社区建

设目标，鼓励跨部门合作。在积极老龄化及世界各

国实践发展的推动下，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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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从简单的多元群体共存包容向注重物质空间

与社会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共赢转

变[15,32]。这一转变鼓励跨部门合作，并在社区管理

上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

运营模式。例如，通过城市规划、住房、教育、医疗

与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合作而实现老年群体的价

值实现和多元群体的利益最大化[46-47]。除政府部

门之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形式的民间组

织也参与制定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行动方案[48]，共同

将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议程纳入不同部门、不同政策

和不同行动主体的视线范围。在纽约，当地政府、

社区以及警察的工作与老年人之间紧密联系，以确

保安社区的安全。这种支持给老年人更加了解社

区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安全感的提升和社会价值

认同[49]。

4 结论

积极老龄化理论发展至今，经历了由个体层面

到社会层面，由强调老年人自理能力向追求老年人

身心健康和社会价值实现与社会融合。与积极老

龄化理论演进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

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批判。在社会转

变过程中，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由受到普遍

歧视的受抚养者逐渐转变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创

造力的生产者，再到具有潜在消费能力的能动消费

者，最终转变为注重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价值实现

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者（表1）。

与积极老龄化理论发展伴随的是有关老龄友

好型社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演变。积极老龄化理

念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注入

了新的活力。积极老龄化从初期到成熟阶段的实

践大致经历了“机构化”到“去机构化”“聚居式”到

“在地化”的过程，走向健康、参与、保障的老龄友好

型社区发展理念。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主要经历

了从关注物质空间环境转向物质空间环境与社会

环境并重的过程。提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部门

合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推

动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社区管理层面，为

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各级政府和社区

机构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中

联动，方可共同推动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

中国正面临着快速、大规模的老龄化过程[46]。

目前中国的积极老龄化研究实践充分吸收了国际

相关研究理论与实证案例的优势，较早明确了在地

化养老的行动方针[50]，并且近年来逐步由单一关注

老年人身体健康和自理能力逐步向关注身心健康

和社会参与能力转变[51]。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规划

表1 “积极老龄化”发展背景与核心思想

老龄观

成功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

生产性老龄化

（美国）

积极老龄化

时间

1961年

1987年

1982年

1997年

2002年

背景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步入老龄化社会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问题日益凸

显之时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美国及西方发达国

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快速发展

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核心思想

从个体角度出发来探索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反对

老年歧视[22]

强调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尽可能的保持在生理、心

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将健康作为终极目标

不仅强调老年人要有健康，认为老年人应参与社

会经济活动并有所贡献。此观点较多出现在美国，

欧洲等西方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21]

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

方面，强调为老年人树立积极的社会参与心态

提出老年人要积极面对生活，不仅保持身心健康，

同时应参与融入到社会中，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

价值。分别从“健康”“参与”“保障”3个维度进行深

入解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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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践也逐步从单一关注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

常活动的刚性支持向社区物质、社会环境对老年人

身心、社会参与的联合支持转变（图1）。

图1 老龄友好社区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

基于如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展望。

首先，在地化养老已成为未来中国老龄友好型

社区的发展趋势。然而，不同于机构化的养老社

区，当前的社区建成环境如何适应逐步扩大的老年

群体的差异化活动需求与社会身份认同，这是当前

中国老龄友好型社区发展亟需考虑的问题。应当

特别注意协调社区内不同年龄群体的共存与差异

化行为需求，例如通过不同代际关系的适老化住宅

户型、社区建成环境的包容性设计、社区社会软环

境的营造以及社区层面生活圈的改造提升，处理好

代际关系、为老年人营造适宜的在地化养老生活。

此外，梳理东亚各国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表明，

养老社区的空间营造需考虑当地文化、社会经济因

素的影响[29]。“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以及孝道文化

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老年人对其生活环境的选

择[52]，推动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社会实践需特别注意

协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城市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实

现不同年龄群体的共存和共赢。

第二，以欧美国家为主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

展主要集中于特定城市和特定区域，但中国乡村社

会结构发展与西方国家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且

现阶段中国居住和生活在乡村及偏远地区的老年

人依然占较大比例。相比于城市，乡村及偏远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设施水平偏低、思想观

念相对传统，对乡村地区老年人，尤其是留守老年

人的健康水平与社会关系问题考量相对欠缺。因

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村镇规划设计内容，中

国偏远地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研究与实践需及时

适应当下的社会转型和内部要素变化，不可对城市

老龄友好型社区进行简单复制。本文建议将自下

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评估机制纳入中国城乡

老龄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确保评估的有

效性与真实性，构建和强化老龄友好型社区与老年

人之间的多重正向反馈机制。

第三，“去机构化”乃是目前各国老龄友好型社

区发展的主流趋势。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现代通信

技术的运用可能成为监控和规训老年人的虚拟机

构，导致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再机构化”[53]。当下，

随着中国 5G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智慧城市与智慧

社区的建设，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提升

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54]。例如通过相机传感技术

或集成式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为老年人构建物智

慧无障碍环境，提升老年人生活效率与安全性，为

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但

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接收能力有限，

在不同年龄群体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需考虑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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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运用到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的伦理问题，尊重

老年人的主观意愿，保护老年人的个人隐私，调动

老年人接收并运用新技术照料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避免新技术使用沦为监控和压迫老年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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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ng-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active ag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Abstract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active
aging, which is used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Combi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practical ca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shown that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experiences a transition from an“institutionalized”elderly care center to a“de-institutionalized”elderly care
community, and then to the“aging in the place”. The axiology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studies also undergoes a shift from
providing the instrumental supports for the elderly by the physically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viding both instrumental and social
emotional supports by a physically and socially built environment. This process gradually involves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studies based on the active aging concept provide both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practical impl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in the rapid aging trend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active aging;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social participation;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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